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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经济的腾飞，人们环保意识的提升，我国不断加强对环境犯罪的规制。自“污染环境罪”被确

立和实施起，其在理论研究中存在保护法益、主观罪过、既遂形态等诸多争议，在司法实践中具有保护

法益定位模糊、罪过形式不明、既遂形态不明和单位犯罪追诉困难等诸多难题。本文立足于污染环境罪

的司法实践，探讨本罪在司法适用中存在的困境，提出明确生态学的人类中心主义法益观、确定混合罪

过形式、引入危险犯以及完善单位犯罪等路径，以期对我国环境污染犯罪的惩治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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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and the promotion of people’s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China constantly strengthens the regulation of environmental crime. Since “Crime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was established and implemented, there have been many controversies in the theore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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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such as legal interests, subjective fault, completed form, etc. In the judicial application, 
there are many difficulties, such as fuzzy positioning of legal interests, unknown form of subjective 
fault, unknown form of completed crime, and difficulties in prosecuting units’ crimes. Based on the 
judicial practice of the crime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dilemma of the 
crime in the judicial application, and put forward some solutions, including clarifying the ecological 
anthropocentrism legal interest, determining the form of mixed crime, introducing dangerous 
crime and improving unit crime, in order to be beneficial to the punishment of environmental pol-
lution crime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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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环境作为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不仅影响当代人的身心健康，还关乎后代人的整体福祉。但是，为了

推动经济的快速增长，人类不惜以环境为代价，致使污染事件频发，造成生态破坏，严重威胁着公民的人

身、财产等权利。治理环境污染成为人类的重要课题，大多数国家选择通过刑法规范来惩治相关犯罪。 
我国的环境刑事立法虽起步较晚，但也取得了较大成果，其中广受关注的是规制环境污染的有关内

容。1997 年《刑法》1增设“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其被视为“污染环境罪”的前身。2011 年《刑法修

正案（八）》2对内容修改后，两高的补充规定将其命名为“污染环境罪”，降低入罪门槛，加大打击力

度。2021 年《刑法修正案（十一）》3进一步修改，增加量刑档次，提高重罪法定刑。随着环境保护力度

增大、污染治理形势推进，环境刑事立法取得较大进步。   
因污染环境行为的特殊性质，加之具体案件的复杂情况，污染环境罪在司法适用中依然争议颇多，

尚需完善。对此，本文选取了 1000 份污染环境罪的判决案例，展现其保护法益、主观罪过、既遂形态以

及犯罪主体的司法现状，归纳存在的困境，分析成因，进而提出完善措施，以期更好地惩治环境污染犯

罪，保护生态环境。 

2. 污染环境罪司法适用实证分析 

2.1. 研究样本的选取 

为了清晰而直观地反映当前污染环境罪在司法适用中的状况，本文查找了一定数量的相关判决案例

并筛选出研究样本，以下为具体的选取思路。本文以“中国裁判文书网”为数据来源，将对污染环境罪

进行最新修订的《刑法修正案（十一）》的正式实施时间 2021 年 3 月 1 日作为选取起点，判决结果设定

为“污染环境罪”，案由选择为“刑事案由”，审判程序选择为“刑事一审”，文书类型选择为“判决

书”，截至 2026 年 3 月 31 日，在符合的裁判文书中，进行去重与核对，确保纳入案件确实涉及污染环

境罪，最终随机筛选出 1000 份判例作为研究样本。 
 

1http://gongbao.court.gov.cn/details/f8e30d0689b23f57bfc782d21035c3.html  
2http://www.npc.gov.cn/zgrdw/huiyi/lfzt/xfxza8/2011-05/10/content_1666059.htm  
3http://www.npc.gov.cn/npc/c2/c30834/202012/t20201226_30944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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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选取案例的宏观样态 

运用上述方法选取出研究样本后，以下从时间、地域等宏观层面对 1000 份判决案例进行分析。样本

的时间分布如下图 1 所示，具体为 2021 年 472 份，2022 年 99 份，2023 年 173 份，2024 年 164 份，2025
年 91 份，2026 年 1 份。该分布情况呈现出污染环境犯罪案件数量总体上具有下降的趋势。这与近年来

环境法律修订频次的提高、相关犯罪行为惩治力度的加强，以及保护环境的紧迫意识密切相关。 
 

 
Figure 1. Temporal distribution of judicial cases concerning the crime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图 1. 污染环境罪判例时间分布  

 
样本的地域分布涉及 29 个省级行政区域，占据我国 34 个省级行政区域的 85%。可见，选取的样本

所涉地域较为广泛，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根据样本的省级行政区域分布情况，如下图 2 所示，污染环境

犯罪高发的地区依次为河南省、广东省、河北省和江苏省。 
 

 
Figure 2. Provin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s distribution of judicial cases concerning the crime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图 2. 污染环境罪判例省级行政区域分布  

2.3. 选取案例的微观样态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环境污染问题日益凸显，但由于法律规定的模糊，污染环境罪的司法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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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存在较为混乱的情形。以下从保护法益、主观罪过形式、犯罪既遂形态、犯罪主体等角度，对选取样

本进行微观层面的分析。 

2.3.1. 保护法益分析 
根据刑法规定，其任务和目的在于保护法益 4。在污染环境罪的理论和实务中，其保护的法益是什么

一直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对选取判例中的保护法益进行整理，统计司法适用中的保护法益情况。如

下图 3 所示，1.8%的案例将该罪定位于人类法益，但这些案例并未直接提及“人类法益”，而是以“造

成公私财产损失”“致使国家财产损失”等损害结果来表现。例如，某公司、崔某某等污染环境案中的法

院认为，某公司、崔某某等倾倒、填埋危险废物，造成公私财产损失达 100 万元以上，均已构成污染环

境罪 5。7.8%的案例认为该罪的保护法益为环境法益，其中只有四例明确提及“环境法益”。在胡某某、

王某某污染环境一案中，法院指出环境法益具有独立的保护价值 6。在陈某、王某等污染环境一案中，法

院指出生态环境是刑法保护的重要法益 7。而其他案例未明确提及“环境法益”，多采用“保护生态环境”

“保护环境资源”等来表现。例如，陶某某、刘某污染环境案中的法院认为，为保护生态环境，依法惩处

污染环境的犯罪活动，判决被告构成污染环境罪 8。2.9%的案例认为污染环境罪的保护法益兼具人类法益

和环境法益，既提及对人身、财产的侵害，也关注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例如，余某某污染环境案中的法

院认为，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对于危及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污染环境行为，要依

法惩处 9。然而，未明确该罪保护的是何种法益的案例占比达 87.5%，反映出绝大多数司法实践都对该罪

的保护法益采取回避的态度。 
由此可见，污染环境罪的保护法益在司法实践中并未达成共识，存在人类法益、环境法益、兼具人

类法益和环境法益等的不同观点，以及因法益不明而采用模糊回避的处理方式。 
 

 
Figure 3. Statistics on protected legal interests in judicial cases concerning the crime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图 3. 污染环境罪判例保护法益情况统计 

 
4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2 条、第 13 条。 
5参见某公司、崔某某等污染环境案，上海铁路运输法院(2020)沪 7101 刑初 452 号刑事判决书。 
6参见胡某某、王某某污染环境案，青海省格尔木市人民法院(2023)青 2801 刑初 144 号刑事判决书。 
7参见陈某、王某等污染环境案，长春铁路运输法院(2024)吉 7101 刑初 21 号刑事判决书。 
8参见陶某某、刘某污染环境案，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2023)渝 0101 刑初 861 号刑事判决书。 
9参见余某某污染环境案，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2024)苏 0281 刑初 114 号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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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主观罪过分析 
由于主观罪过关系到构罪与否与刑罚轻重，对犯罪圈的划定具有重大影响，污染环境罪的罪过形

式也一直受到广泛关注。为了解该罪主观罪过的司法适用情况，对选取的判例进行整理后得出的结果

如下图 4 所示。46.3%的案例将该罪认定为故意犯罪，其中 16.8%的案例通过“故意”“明知”“放任”

等用语来描述被告存在主观故意。以石某某污染环境案为例，法院认为石某某明知他人不具备危险废

物经营许可证，仍向其贩卖大量废旧电瓶用于拆解，严重污染环境，已构成污染环境罪 10。其中 29.5%
的案例则是认定各被告为共同犯罪。根据刑法规定，共同犯罪应是故意犯罪。这些案例也被归为主观

故意。0.2%的案例认为该罪的主观罪过为过失，采用“过失”“疏忽大意”等表述。马某某、康某某等

污染环境案中的法院认为，污染环境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过失，马某某未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因疏

忽大意而未能预见其拉运、倾倒危险废物的行为会引发严重的环境污染后果 11。0.1%的案例认为该罪

包含故意和过失。例如，滕某某、某公司等污染环境一案，法院认为被告人没有相关资质，明知非法加

工废油会产生环境污染，仍非法进行废油加工，而被告单位采取了拉闸断电等手段阻止被告人继续生

产，应属于过失 12。53.4%的案例并未明确主观罪过，出现了罪过形式认定的模糊化。以陈某某污染环

境案为例，法院认为被告人陈某某将清洗后的油污液直接排放至下水道，污染环境，其行为已构成污

染环境罪 13。 
可见，污染环境罪的主观罪过在司法实践中并未得到统一，具有故意、过失、故意与过失并存以及

回避罪过形式等多种情况。 
 

 
Figure 4. Statistics on subjective fault in judicial cases concerning the crime of environ-
mental pollution 
图 4. 污染环境罪判例主观罪过情况统计 

2.3.3. 既遂形态分析 
污染环境罪的入罪标准为“严重污染环境”。但是，该标准模糊的表述致使既遂形态的认定存在较

大争议。司法实践通常是依据相关司法解释中的列举的具体情形进行认定。选取的案例明确提及司法解

 
10参见石某某污染环境案，河南省尉氏县人民法院(2022)豫 0223 刑初 381 号刑事判决书。 
11参见马某某、康某某等污染环境案，甘肃省临夏市人民法院(2024)甘 2901 刑初 29 号刑事判决书。 
12参见滕某某、某公司等污染环境案，江苏省扬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25)苏 1091 刑初 4 号刑事判决书。 
13参见陈某某污染环境案，河北省香河县人民法院(2023)冀 1024 刑初 288 号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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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中具体情形的有 284 份，所涉及的司法解释为 2016 年司法解释 14与 2023 年司法解释 15。2016 年司法

解释第一条对于“严重污染环境”列举了十八种情形，其在选取案例中的适用如下表 1 所示。第 1~8 项

的既遂形态是行为犯，使用频次占比约为 94.9%，其中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以及第五项的使用频次较

高。第 9~17 项的既遂形态是结果犯，使用频次占比约为 4.6%。 
 
Table 1. Statistics o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2016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表 1. 2016 年司法解释适用情况统计 

司法解释条款 频数/次 占比 

第一条第一项 1 0.5% 

第一条第二项 69 31.8% 

第一条第三项 34 15.7% 

第一条第四项 35 16.1% 

第一条第五项 58 26.7% 

第一条第六项 1 0.5% 

第一条第七项 8 3.7% 

第一条第九项 8 3.7% 

第一条第十项 2 0.9% 

第一条第十八项 1 0.5% 
 

2023 年司法解释第一条列举的情形为十一种，其中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第八项、第九项、第

十项和第十一项沿用了 2016 年司法解释，第一项、第五项和第七项在 2016 年司法解释的基础上进行了

完善，第六项为新增，其适用情况如下表 2 所示。第 1~8 项的既遂形态是行为犯，使用频次占比约为

94.9%，其中第二项和第五项使用频次较高。第 9~10 项的既遂形态是结果犯，使用频次占比约为 7.7%。 
 
Table 2. Statistics o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2023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表 2. 2023 年司法解释适用情况统计 

司法解释条款 频次/次 占比 

第一条第二项 33 28.2% 

第一条第三项 20 17.1% 

第一条第四项 18 15.45 

第一条第五项 23 19.7% 

第一条第七项 17 14.5% 

第一条第九项 6 7.7% 
 

综上可知，污染环境罪的司法解释采用了行为犯和结果犯并存的认定方式，而该罪的司法实践中这

两种既遂形态也都存在，并且行为犯的使用频次高于结果犯。 

2.3.4. 犯罪主体分析 
根据刑法规定，污染环境罪的犯罪主体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单位 16。下图 5 为选取判例中犯

罪主体的具体情况，其中只有 64 份案例涉及单位犯罪，占比为 6.4%，而追究自然人的刑事责任在选取

 
14https://www.court.gov.cn/fabu/xiangqing/33781.html  
15https://www.court.gov.cn/zixun/xiangqing/408592.html  
16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338 条、第 346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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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每一份案例中均存在，占比为 100%。可见，该罪在司法实践中承担刑事责任的自然人主体明显多于单

位主体。大多数自然人主体的案件与非法经营活动相关，表现为营业执照、环保设施或者环境影响评价

缺失的小型工厂、作坊，以及危险废物处置资质欠缺的个人。例如，在金某某污染环境一案中，金某某

未经环境影响评价，擅自存放含化学物质的工业废桶，并把清洗的废水直接通过周边地面渗坑、裂隙予

以排放 17。又如，在赵某某、马某某污染环境一案中，赵某某未取得危险废物处置资质，将 60 余吨废液

委托给未取得危险废物处置资质的马某某处置，而马某某将上述废液随意倾倒 18。对于单位主体，单位

的直接负责人员实施污染环境行为，司法机关大多仅对自然人追究刑事责任，而并未以单位犯罪定案。

在郑某某、刘某某等污染环境案中，郑某某作为某公司负责人，明知周某某等没有处置危险废物的资质，

仍将公司产生的危险废物委托其处置 19。司法机关追究了被告人郑某某污染环境行为的刑事责任，却忽

略了涉案公司的责任。 
从以上分析来看，司法实践惩治的环境污染犯罪之中承担刑事责任的自然人主体较多，追究单位主

体刑事责任的情况较少。 
 

 
Figure 5. Statistics on criminal subjects in judicial cases concerning 
the crime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图 5. 污染环境罪判例犯罪主体情况统计 

3. 污染环境罪司法适用困境及其成因 

3.1. 污染环境罪司法适用的困境 

3.1.1. 保护法益定位模糊 
保护法益的问题是污染环境罪中争议最大的问题，直接导致了对该罪犯罪构成、犯罪形态、主观心

态等问题的认识[1]。在刑法分则中，该罪从属于第六章，根据通说其侵犯的客体为国家的环境管理秩序

[2]。2013 年司法解释细化了符合入罪标准的具体情形 20，但仍以个人或管理秩序为保护重点。2016 年司

法解释认定的情形中出现了对生态造成严重损害的表达，反映了对环境法益关注程度的提升。2023 年司

法解释的进一步细化，表明保护法益由人身财产法益向人身财产法益和生态法益的转变[3]。而在其司法

适用之中，存在着人类法益、环境法益、兼具人类法益和环境法益等的不同观点，以及回避处理的方式，

体现出保护法益定位模糊。 
 

17参见金某某污染环境案，浙江省平阳县人民法院(2021)浙 0326 刑初 129 号刑事判决书。 
18参见赵某某、马某某污染环境案，山东省鄄城县人民法院(2022)鲁 1726 刑初 24 号刑事判决书。 
19参见郑某某、刘某某等污染环境案，山东省新泰市人民法院(2021)鲁 0982 刑初 133 号刑事判决书。 
20https://www.court.gov.cn/fabu/xiangqing/545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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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刑法学界，学者们对此争论不休，莫衷一是，存在以下三种主要观点。支持人类中心主义法益观

的学者主张，环境能够得到刑法保护，是因为人类的生存发展离不开环境提供的物质条件，人类的生存

与美好生活都离不开物质基础，将人类生存需要作为考量因素，对生态环境加以利用[4]。在保持与人类

生存和发展相平衡的基础上进行环境保护，能适应我国生产力的发展，且在较长时间内利大于弊[5]。支

持生态中心主义法益观的学者则认为，生态环境是一个整体，人类只是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应当将生

态环境作为中心，强调任何存在物的价值和权利。该罪保护的法益应当是环境法益本身及其他环境利益

[6]。支持生态学的人类中心法益观的学者认为，人类与环境处于共存共亡的状态，该罪首先应当保障人

的生命、身体、财产等的人类利益，其次应该保护水、空气、土地等作为人类生活基础的环境因素[7]。 

3.1.2. 主观罪过形式不明 
学界和实务界普遍认为“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主观罪过属于过失，而《刑法修正案（八）》修改

后的入罪标准表达较为模糊，《刑法修正案（十一）》亦未阐明主观罪过[8]。这使得学界围绕污染环境

罪的罪过形式展开了持久争论，主要产生了以下三种观点。故意说认为，该罪为故意犯罪，行为人对污

染环境的基本结果持认识与希望或者放任态度，不必对人身财产损害持有主观故意[9]。过失说认为，该

罪仍为过失犯罪，区分故意与过失最根本的是看行为人对危害结果持有何种心态，而实施污染行为的主

体对损害结果所持的心态是过失[10]。混合说认为，该罪的罪过形式为混合罪过，因为其修改前是典型的

过失犯罪，而扩大处罚范围的立法意图和罪名修改后的成立条件都能表明，故意也应包含在该罪的罪过

形式之内[11]。 
在司法实践之中，该罪的主观罪过也未能达成统一的认定，呈现出主观罪过形式不明的困境。有些

法官从被告人的身份、职业以及对污染环境行为的认知能力等方面综合考虑，认定其为故意犯罪。例如，

党某某、何某某污染环境案中的法院认为，被告人作为某厂的实际控制人和主要负责人，对生产的工艺、

流程以及生产中产生的酸性废水是知情的，并且知道应通过排水管道排放废水，但在得知排水管道损坏

后，未及时检修，却默许工作人员按照以前的方式进行排放，其具有主观上的故意 21。有些法官则认定

该罪为过失犯罪，如前文的马某某、康某某一案。还有法官认为该罪在主观上涵盖故意与过失，如前文

的滕某某、某公司一案。然而，大多数案例却直接回避了该罪的主观罪过，导致该罪在司法适用上的混

乱，降低司法公信力[12]。 

3.1.3. 犯罪既遂形态不明 
根据“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财产损失”“人身伤亡”等内容，学界和实务界普遍将其既遂形态

认定为结果犯。而自入罪标准被修改为严重污染环境后，其犯罪既遂形态便引发了激烈争论。 
为了弥补修改后存在表述模糊的不足，使该罪更好地运用于实践，2016 年司法解释第一条罗列了 18

项符合入罪标准的情形。对于第 1~8 项，行为人只要实施其规定的行为就可认定其符合入罪标准，即既

遂形态为行为犯；对于第 9~17 项，行为人的行为只有产生特定的危害后果才符合入罪标准，即既遂形态

为结果犯。根据前文数据，司法实践以 2016 年司法解释判断污染环境犯罪既存在行为犯，也存在结果犯，

使用频次占比分别约为 94.9%和 4.6%。例如，谭某某污染环境案中的被告人实施了解释第一条第二项规

定的非法倾倒、掩埋危险废物的行为 22，其既遂形态为行为犯。而苏某某污染环境案中的被告人擅自指

使他人非法倾倒危险废物，致使公私财产损失 107.496 万元 23，其既遂形态为结果犯。有学者认为，这种

“杂糅”的既遂形态影响了对保护法益与犯罪结构的正确识别，更与罪刑相适应原则严重悖离[13]。尽管

 
21参见党某某、何某某污染环境案，河北省元氏县人民法院(2020)冀 0132 刑初 194 号刑事判决书。 
22参见谭某某污染环境案，湖南省宜章县人民法院(2023)湘 1022 刑初 38 号刑事判决书。 
23参见苏某某污染环境案，广东省化州市人民法院(2021)粤 0982 刑初 352 号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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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司法解释完善和补充了 2016 年司法解释，但在第一条罗列的情形中，第 1~8 项是行为犯的规定，

第 9 项和第 10 项则是结果犯。2023 年司法解释仍然延续了“杂糅”的既遂形态。采用 2023 年司法解释

的判例也是兼具行为犯和结果犯，使用频次占比分别约为 94.9%和 7.7%。由于污染环境行为具有复杂性、

隐蔽性等特点，以结果为标准，往往会存在界定困难的情况，而以行为为标准，则易于界定，可大大提

高办案效率。因此，多数案例采用行为犯的既遂形态，行为犯的使用频次高达 94.9%。但是，对于行为犯

的过分推崇可能会导致无需考虑倾倒是否会造成严重的损害后果[14]的偏激倾向，与该罪的结果要件发

生偏离。 

3.1.4. 单位犯罪追诉困难 
污染环境罪的犯罪主体是自然人或单位。然而，选取判例之中单位主体的占比仅为 6.4%，自然人主

体的占比为 100%，司法实践的单位犯罪案件数量远远小于自然人犯罪。2019 年，最高法、最高检、公安

部、司法部和生态环境部联合发布会议纪要就曾指出“一些地方存在追究自然人犯罪多，追究单位犯罪

少，单位犯罪认定难的情况和问题”[15]。事实上不少在裁判文书中列明当事人为自然人的污染环境犯罪

案件还涉及单位犯罪。例如，前文郑某某、刘某某等污染环境案中的被告人郑某某作为某公司负责人，

将公司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危险废物委托给无相关处置资质的周某某处置 24。郑某某的行为应当属于职务

行为，但司法机关只追究了自然人的刑事责任。又如，李某污染环境一案中的被告人李某作为某公司负

责人，为节省生产成本而逃避监管，通过地下管道等方式，将生产的危险废物排放到厂区外的公共土地

上 25。李某的行为也是职务行为，而且使公司受益，但涉案公司的刑事责任未得到追究。 

3.2. 污染环境罪司法适用困境的成因 

3.2.1. 生态环境法益保护的重视程度不够 
在 1979 年《刑法》之中，污染环境尚未成为一个独立罪名，相关行为被零散地规定在其他章节，旨

在维护公共安全与社会管理秩序。可见，当时的立法并未重视环境法益的保护。1997 年《刑法》设置了

“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专节，并规定了被称为“污染环境罪”前身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16]。这

表明立法者初步萌发了保护环境法益的意识。但从“公私财产损失”“人身伤亡”等表述可以看出，其保

护的法益主要是人身财产安全，具有明显的人类中心主义的色彩[17]。《刑法修正案（八）》修改了“重

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删去了体现人类中心主义色彩的内容，引入“严重污染环境”。这体现了立法者对

环境保护的积极态度，开始从环境保护本身出发来思考问题[18]，但仍未在根本上认识到环境的重要性。

《刑法修正案（十一）》在此基础之上作了更为细化的修改，立法者以环境法益为视角审视问题，表明

严厉惩治污染环境行为的坚定态度。但是，以上两次修正案具有基本相同的理念，导致保护法益的争议

一直存在。 
对环境法益保护的重视程度不够致使相关法律修改后表达模糊，使得污染环境罪的保护法益定位模

糊。 

3.2.2. 刑法和司法解释未明确罪过形式 
《刑法修正案（八）》修改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删除“事故”一词，采用“严重污染环境”，

模糊了罪过形式。《刑法修正案（十一）》依旧延续了这一措辞，造成罪过形式一直处于不明晰的状态。

2013 年、2016 年以及 2023 年的司法解释对“严重污染环境”的情形予以明确化，但仍未明确该罪的罪

过形式[8] (p. 93)。从 2023 年司法解释来看，第一条罗列了十一种情形，其中第 1~4 项“排放、倾倒、处

 
24参见郑某某、刘某某等污染环境案，山东省新泰市人民法院(2021)鲁 0982 刑初 133 号刑事判决书。 
25参见李某污染环境案，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2021)辽 0204 刑初 119 号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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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的行为方式无法表明行为人的主观心态。因为，上述行为的实施，既可源于持证合法排污过程中因

疏忽大意造成环境污染，也可出自牟取额外利益的故意，以非法排放方式导致环境污染。而第 5 项“私

设暗管”等行为表现的是行为人故意的主观心态。因为，行为人利用“暗管、渗井、渗坑……”等隐蔽手

段来逃避监管，非法排污的行为，难以被认定为过失的主观心态。其余几项中的污染环境行为则无法当

然地认定为故意或过失犯罪。 
污染环境罪主观罪过不明的主要原因是刑法和司法解释均未明确规定，造成学界争论不休、司法适

用混乱的局面。 

3.2.3. “严重污染环境”的标准界定不清 
作为污染环境罪入罪标准的“严重污染环境”，其标准界定直接影响既遂形态的选择。若将其界定

为行为，则是以行为入罪，既遂形态为行为犯；若将其界定为行为造成的损害结果，则是以结果入罪，

既遂形态为结果犯。但是，法律未界定清标准，相关司法解释亦是。司法解释以杂糅混合的犯罪形态来

认定严重污染环境，造成了实践中结果既遂与行为既遂并存适用的现象。以 2023 年司法解释为例，其列

举了十一种构罪情形，第 1~8 项是对污染环境行为的具体描述，第 9 项和第 10 项则是财产损害的表述。

若行为导致人身财产损害结果先于环境危害后果产生，按照司法解释，则能被认定污染环境罪成立，但

以间接结果作为定罪依据有违法律逻辑，可能导致重复定罪[19]。弥补法律漏洞、促进法律实施是司法解

释的主旨，但以上解释列举了性质不同的情形，使得该罪的既遂形态存在较大争议。出于扩大打击范围、

提高打击效率的需要，司法实务似乎已默许行为标准与结果标准相互交织的局面，进而逐渐偏离罪刑法

定这一基本原则。 
法律和司法解释对于“严重污染环境”的标准界定不清，司法解释选择采用杂糅混合的犯罪形态，

司法适用为提高打击犯罪效率默认不明局面，造成了既遂形态不明的局面。 

3.2.4. 单位犯罪要件证明困难 
成立单位犯罪既要有特定的自然人实施了刑法所禁止的行为，也要使该行为能够被评价为单位行为

[20]。依据当下主流观点，单位犯罪具有以下两个特点：其一，受单位集体意志支配；其二，为单位谋取

利益。就污染环境罪而言，多数犯罪单位会选择非正式决策程序以避免留下书面记录，导致司法机关取

证困难。“污染环境犯罪属于公害性犯罪而不是经济性犯罪，其所牟取的非法利益也通常不是营业收入

增加，也就不可能记载于相应的账务凭证之中”[21] (pp. 60-61)。正如该论述所言，单位犯罪所得的利益

往往是减少生产废弃物的处理成本，多为间接受益，难以通过常规账务核查途径获取证据。由于“单位

意志”“为单位牟利”的认定标准过于形式化，造成了办案人员无法准确判断员工行为法律性质的难题

[22]，也增加了证明上述两点的难度。认定该罪的单位犯罪本就较为困难，特别是那些争议较大的案件，

检察机关基于稳妥胜诉的心理，检察人员考虑到年终考评或者考核的成绩，通常会选择追诉易于定罪的

自然人犯罪，而放弃单位犯罪。法院遵循“不告不理”的司法克制主义原则，便只对检察院追诉的自然

人进行定罪量刑。 
单位犯罪要件证明困难使得检察机关倾向追诉自然人犯罪，而法院基于司法克制主义原则也只能审

理自然人，导致了该罪的单位犯罪追诉困难。 

4. 污染环境罪司法适用的完善路径 

4.1. 明确生态学的人类中心主义法益观 

由于刑法对于污染环境罪保护法益定位模糊，该罪的司法适用存在难题，明确其保护法益成为当务

之急。人类中心主义法益观在生产力不发达的时期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在如今这个生产力发展较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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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人类愈发清晰地认识到自身与环境的关系，明白生态环境对于当代及后代的重要性，忽视生态环

境价值的该观点显然与当今时代发展要求并不契合。生态中心主义法益观单纯地强调生态环境独立价值，

将任何污染环境的行为都归为犯罪，有悖于刑法的谦抑性，也不符合我国人权保障的立法理念。“水、

空气、土壤、植物、动物作为独立的生态学的法益，应当得到认可，但是，只有当环境作为人的基本的生

活基础而发挥机能时，才值得刑法保护”[9] (p. 4)，采取生态学的人类中心主义法益观更为妥帖。 
首先，与前置法律规定相契合。刑法的前置法是行政法，根据法秩序统一原理，刑法不能将前置行

政法中的合法行为认定为犯罪，应将这些行为排除在犯罪之外[23]。污染环境罪具有行政从属性，我国现

行的环境保护法律大多采用生态学的人类中心主义法益观，该罪作为后置法应与前置法相一致。其次，

在文理上有依据。从“严重污染环境”这一表述可以看出，侵害环境法益本身就达到犯罪成立条件。2016
年和 2023 年司法解释都包含了环境法益和人类法益。选择生态学的人类中心主义法益观具有文理上的依

据。最后，符合我国现阶段发展实际。作为发展中国家，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在发展的同时也应

保护环境。提倡生态学的人类中心主义法益观，既关注人类利益，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也关注环境价值，

推进生态环境治理。 

4.2. 确定混合罪过形式 

关于污染环境罪的主观罪过形式，虽然故意说和过失说都有着较为充分的理由，但是各自的不足也

较为明显。《刑法修正案（八）》的修改旨在提高刑法的适用性，以便更好地打击日益复杂多变的环境污

染犯罪。若认为该罪的主观形式只能为故意，则使之前可以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论处的行为，现在却不

能以污染环境罪论处[24]。显然，故意说排斥过失，提高了入罪标准，与《刑法修正案（八）》的修改精

神相悖。而过失说缺乏充分的法律依据，以过失作为唯一罪过形式则导致规制范围大幅缩小，与我国从

严处理污染环境行为的政策要求不相符[25]。过失说采用的法定刑反推罪过形式的方法不具有科学性，主

张的符合刑事政策趋势的论据也不全面[26]。对于该罪的主观罪过，混合罪过说更为合适。 
首先，在司法实践中认定污染环境罪的主观罪过形式往往需要考虑多方面因素，证明难度较大。大

多数行为人对严重污染环境的结果持何种心态，即使在事实清楚的情况下，也很难确立一个合理的证明

标准明确行为人主观心态[27]。而混合罪过说不失为走出上述证明困境的可行路径。以食品安全监管渎职

罪为例，有学者对此的解释是，该罪采取混合罪过说，是为了回应司法实践中滥用职权与玩忽职守行为

难于区分的难题[28]。由于已有该先例，污染环境罪采用混合罪过说是符合现行刑法的立法模式的。其次，

混合罪过说符合司法实际。从相关司法解释的沿革看，既有出于故意实施的污染行为，也有与“重大环

境污染事故罪”过失罪状描述大体一致的行为；从司法判例看，最高法公布的典型案例中既有认定故意

犯罪的案例，也有认定过失犯罪的案例[29] (p. 77)。最后，混合罪过说在域外是通说。例如，日本的《公

害罪法》和德国刑法典中环境污染犯罪的主观罪过形式均采用混合罪过说。 

4.3. 引入危险犯 

刑法未明确规定污染环境罪的犯罪既遂形态。若以结果犯作为该罪的既遂形态，耗费较长时间才外

显的实害结果，难以及时有效打击犯罪；放弃对尚未造成实害结果的行为的追究，则是对污染环境行为

的纵容。若以行为犯作为该罪的既遂形态，导致在司法适用过程中构成要件的缺失。同一种犯罪行为因

所处情境不同，可能产生迥异的损害后果。若将其一律作为行为犯，根据相同标准定罪量刑，则不利于

司法公正。而司法解释的杂糅形态，不仅引发学界的激烈争论，更造成司法适用混乱的问题。为了厘清

该罪的既遂形态，可以引入危险犯。 
首先，对于污染环境罪的危害后果的隐蔽性、长期性、不可逆性等特点，危险犯可以在行为对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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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益产生了侵害危险时，就进行司法干预，实现对法益的前置化保护[30]。其次，随着经济和科技的发

展，环境污染犯罪也呈现出新的手段，考虑到惩治此类犯罪的紧迫性以及当前环境保护依旧严峻的形势，

为更积极有效地预防和控制犯罪，有必要引入危险犯[29] (p. 82)。最后，域外国家已有先例。例如，日本

《公害罪法》第 2 条“凡伴随工厂或事业单位的企事业活动而排放有损于人体健康的物质，给公众的生

命或者身体带来危险者……”[31]；德国《刑法典》第 325 条第 1 款“违背行政法义务，在设备、尤其是

工场或机器的运转过程中，造成空气的改变，足以危害设备范围之外的人、动物、植物健康或其他贵重

物品的……”[32]；丹麦《刑法典》第 196 条“违反《环境法》之规定……污染空气、水流、土壤或者地

表下层，由此引起重大环境损害的，或者具有引起环境损害之现时危险的……”[33]。这些对环境污染犯

罪采取危险犯的规定提供了域外立法经验。 

4.4. 完善单位犯罪 

为解决污染环境罪的司法实践中追究单位犯罪少、追究单位犯罪难等问题，有必要完善对单位犯罪

的认定。 
对于该罪的单位主体的“以单位意志”“为单位牟利”的审查偏向形式化，致使证明工作困难重重，

宜建立事实推定机制加以应对。其实，在 2019 年会议纪要之中，认定单位犯罪的后三种情形本质上就是

推定。因为这三种情形中既不存在单位决策，也未明确为单位利益实施污染行为，但只要证明这三种情

形存在，司法机关就可以推定构成污染环境单位犯罪。由此观之，推定制度可以大大降低单位犯罪的形

式化判断标准的证明难度。当然，用于推定的情形需要仔细鉴别筛选，可以由司法机关总结污染环境单

位犯罪司法实践中的宝贵经验报两高审核后，以指导性案例或司法解释的形式进行扩充。 
检察机关因单位犯罪要件证明困难而采取克制主义只追究自然人犯罪。对此，可以运用认罪认罚等

协商性司法机制。检察机关通过与犯罪单位协商，以从宽处罚使其积极认罪认罚，这在一定程度上能降

低单位犯罪取证难度和检察机关败诉风险，也能相应地提高诉讼效率[21] (p. 62)。 

5. 结语 

生态文明建设是应对严峻环境保护形势的重要举措，事关人民福利与民族未来，我国高度重视生态

文明建设，力图运用法律武器捍卫建设的成果。但是，作为有力武器的污染环境罪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

效果并未达到预想的最大效果，阻碍其顺利实施的因素主要为保护法益定位模糊、主观罪过形式不明、

犯罪既遂形态不明以及单位犯罪追诉困难等。对此，本文提出了明确生态学的人类中心主义保护法益、

确定罪过形式为混合罪过、引入危险犯厘清既遂形态以及完善单位犯罪等措施来去除阻碍，推动污染环

境罪的有效适用，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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